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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當美中兩大強權在東亞仍然維持既競爭又合作的態勢時，避險

（hedging）遂成為亞太國家一個務實且富有彈性的外交政策選擇。本文

認為，中國的「夥伴關係」外交在學理與實務上確實與傳統軍事聯盟存有

差異。中國在後冷戰時期國際社會缺少意識形態對抗的背景下推動「夥伴

關係」外交，透過改善對外關係而拉攏國際支持，進而使得周邊國家享有

更多採取避險戰略的空間。南韓作為美國的亞太盟國，在美中之間的避險

即為一項例證。本文認為，除非國際情勢與國際結構有明顯變化，短期之

內中國應該不至於放棄「夥伴關係」外交。亞太國家也將會繼續採取避險

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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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傳統上，國際關係學界將國家在國際體系中的生存戰略簡化為抗衡與扈從

（Waltz 1979）。冷戰結束以來，許多亞太國家在美國與中國之間開始採取了

第三種可行的路線—避險（hedging），也引發了學術界的討論。亞太國家在

美中雙方的競合之間，適度的調整其戰略，並採用更中庸的策略選擇，都可以

視為避險的一種展現。本研究將試圖討論並補充說明亞太國家在後冷戰時期得

以採取避險，維持與美中兩大強權在安全與經貿上交往的可能因素。

過去研究指出，亞太地區的中小型國家在面對中國崛起時，並沒有完全遵

守現實主義者提出的抗衡或扈從戰略，反而是在美中兩強競合的背景下，選擇

了避險。論者認為，這種避險代表國家在面對美國的安全承諾時，傳遞模糊訊

號，主要想維持自身軍事安全的獨立性（Lim and Cooper 2015）。然而，中小

型國家得以採取避險，通常是在大國容忍的情形之下。一旦大國要求其必須選

邊時，中小型國家便失去兩邊同時討好的不選邊政策（吳玉山 2009, 41）。奠

基於此，郭清水（Kuik Cheng-Chwee）指出若干影響決策者採取避險的時機點

（Kuik 2008, 165; 2016）。包含國家缺乏立即的外在威脅，或國際現狀缺乏明

確的意識型態分立，最後是世界強權缺乏敵對狀態。這些基本外在條件主要是

以「體系層次」（system level）來分析國家採取避險的重要構成要件與限制。

然而，在往後相關研究論述中，學者專家較少針對國家得以採取避險戰略

的前提條件論述說明，並作出較為明確的論述，多半關注在國家採取避險戰略

的動機與類型，誠屬可惜。因此，奠基於過去的相關研究，本文對於國家採取

避險戰略在後冷戰時期出現的前提條件激勵／限制因素進行闡述，並期望經由

深入的討論，尋找國家採用此戰略的可能動機背景。本文將比較美中兩國對於

聯盟政策的差異性，說明亞太地區目前因為缺乏類似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激烈

對峙，中小型國家較易採取兩面交好的避險戰略。

在案例分析部分，本文將利用中國的「夥伴關係」（partnership）為例

證。中國所建立起來的「夥伴關係」並不以政治立場的異同為根據，甚至也涵

蓋了幾個主要競爭對手，而是否存在彼此敵對的意識形態是屬於「體系層次」

的範疇。簡言之，意識形態差異的弱化是影響亞太國家避險的主要「體系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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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因素，而中國發展的「夥伴關係」則是對於亞太國家採取避險戰略產生了

鼓勵效果。因此，本文以意識形態為出發點，輔以中國「不結盟」政策背景下

發展出的「夥伴關係」外交特色，說明亞太國家得以採取避險的政策環境，希

望彌補學界目前在避險研究中「體系層次」分析的缺憾。

本文將從避險的理論概念以及國家採取避險的動機出發，說明意識形態作

為「體系層次」變項的分析重點，並介紹在此背景下，中國延續冷戰時期的

「不結盟」政策立場，在冷戰結束後發展「夥伴關係」的內涵。藉由選取美國

的亞太盟國之一—南韓為例，說明首爾在軍事與政治上獲得華盛頓的安全保

障，但是在經濟上則可以對北京保持友好合作關係。實際上南韓正是採取了避

險戰略，其外交政策作為符合避險戰略的條件與特色。本文以南韓作為案例的

原因在於，中國與南韓於後冷戰時期才建立正式邦交關係，南韓作為美國的軍

事盟國長期受到安全保護，但是近年來在經貿上卻與中國相當密切。
1 本研究

探討之問題在於，當後冷戰時期國際體系中民主與共產兩大意識形態陣營對峙

的局勢緩和，中國一方面繼續維持「不結盟」政策，另一方面也推動「夥伴關

係」外交來改善與強化對外政策影響力，這些外部因素如何促成了南韓得以採

取避險戰略。然而，如果國際體系中出現明顯意識形態對立的態勢時，與中國

交好就容易受到民主陣營的排擠，或者當國家面臨更明確的威脅時，就會尋求

安全保障而非經濟利益，此時就無法採用兩面討好的避險戰略，勢必要在美中

兩大強權之間選邊合作，以免遭受安全損失。

貳、理論與背景

學術界長久以來習慣運用「抗衡」（balancing）或「扈從」（bandwagoning） 

的二分法來簡化解釋國家在國際體系中的生存戰略。但是在檢視後冷戰時期亞

太地區國家對於中美兩強的外交策略時，就存在部分案例難以解釋之處。過去

1 本文主要研究目標在於探討南韓採取避險戰略的外部因素分析，並輔以中國與南韓的

互動關係做出說明。本文並非採用實證主義來對超國家現象建立任何理論通則，而是

在對理論的探討與國際現勢的分析下，對南韓進行深入剖析。南韓的例證可以做為亞

太重點國家參考案例，但未來仍需觀察各國本身政治結構與對美中關係，再行個別研

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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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界對抗衡與扈從的看法也較為分歧。舉例來說，華爾滋（Kenneth Waltz）

認為國家往往傾向於抗衡實力較為強大的對手而不是扈從靠向對手（Waltz 

1979）。瓦特（Stephen Walt）則認為，國家傾向於抗衡對手，主要原因在於

對手具有威脅性而不見得是對手的實力超過我方（Walt 1987）。然而，施韋

勒（Randall Schweller）則持相反意見。他認為扈從並不一定是指國家被迫

做出妥協的退讓，因為其本意是積極追求利益。國家試圖改變或維持現狀的

行為，會吸引其他抱持著相同立場的國家扈從追隨，並非總是激發其他國家

的抗衡。畢竟抗衡比起扈從將花費更多時間與成本，而扈從將更具有節省成

本與預防衝突發生的可能性（Schweller 1994）。實際上，國家在權力增長的

過程中，是否會引發其他國家的抗衡或扈從，會受到許多因素影響。其中就

包括了：彼此的權力差距（Fiammenghi 2011, 136-143）、對手國內政治因素

（Schweller 2006）、自身或對手的地緣戰略位置（Mearsheimer 2001），以及

國家互動以後對於彼此的外交傾向是否產生改變（陳麒安 2014, 107）等。

至於國家是否真的會為了利益而扈從鄰近的大國，美國政治學者雷克

（David A. Lake）認為，從屬國會臣服與接受支配國的指揮適法性（Lake 

2007, 51）。在扈從策略下，國與國之間有一個領導與從屬的關係，這種從屬

關係就是連結兩國最主要的脈絡。然而，扈從策略也意味著從屬國對於領導

國要有一定程度的付出，非強權國家扈從大國的代價有時相當高，並非全然

沒有風險。扈從基本上是指小國靠向大國的合作關係，但是可以進一步分為

主動追求利益的「順從」與被迫妥協選擇的「屈從」行為（陳麒安 2014, 101-

102）。特別是在「屈從」關係中，小國必須聽從大國的指揮，並在相當的程

度下，犧牲一部分自主決策的權利。

一、避險的定義與測量

學者近來開始討論有別於抗衡與扈從的第三種可行路線，避險（hedging）

遂受到更多重視。避險是國家在其生存戰略中的一種「求保行為」（insurance-

seeking）。在國際關係中，不同大國都可以運用本身的軍事、經濟實力或其他

影響力，給予中小型國家所需要的資源。這時中小型國家就要思考，來自大國

的影響力是否大到足以影響自身安全與利益。特別是當影響力的來源模糊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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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時，受到影響的國家決策者很難立即做出必須抗衡或扈從大國的政策。此

時不向特定大國選邊靠攏的避險戰略便成為可以保護自身利益的戰略之一。

在避險的定義上，國際關係學者有不同的看法與意見。部分學者主要是依

據東南亞各國在對美國與中國的關係上，發覺各國的外交避險戰略有別於傳統

現實主義權力平衡或扈從的觀點（Acharya 2004）。有學者認為，避險是「包

含了所有面對未來安全威脅的可能選項」（Roy 2005, 306）。簡言之，避險並

不是單一策略，而是由多種不同策略組合而成。另一派學者認為，避險是中小

型國家在兩強權間試圖保持等距離（equidistance）。為了保有彈性，不隨意

加入兩大強權的聯盟當中，也是在抗衡與扈從光譜之間的一種策略（Le 2013; 

Kang 2007; Kuik 2016）。2 進一步來說，學者將避險視為除了抗衡或扈從之外

的另一種可行策略。

對於避險的另外一種定義，也有專家認為要從「安全利益與承諾」來討

論（Goh 2005; Ciorciari 2009; Lim and Cooper 2015）。澳洲國立大學國際關

係學者林德倫（Darren Lim）對避險做出較具操作性的解釋（Lim and Cooper 

2015）。他們主要是從非強權在與強權之間「安全承諾」多寡來分析「避

險」的內涵。意即，避險主要是非強權與強權之間「安全承諾」的親疏遠近。

非強權若能在安全上維持某部分的自主，不要太過依賴強權的安全承諾，則其

較能掌握自身國防外交上的自主權。反之，若太過依賴強權的軍事保護，反而

無法維持自主性，進一步喪失對風險的掌控，如此就不能採取避險。因此，與

強權安全合作較深的國家，採取避險策略的機會將越少，而與強權在安全上合

作較少的國家，越能實現避險策略。

此外，學者吳玉山將避險與樞紐（pivot）做進一步的區分與闡述。樞紐

是小國在兩大強權之間保持等距，不斷來回擺盪以換取最大利益，但缺點是可

能會被兩強壓迫處罰。避險則不太一樣，是小國不願承受高風險，也不願意與

2 文中所謂等距（equidistance），指的是小國與強權關係上，儘可能保持相對平衡，不
全然抗衡或扈從的對應關係。新加坡學者吳翠玲（Evelyn Goh） 認為小國可以採用
「全方位糾纏」（omni-enmeshment）來維持等距（Goh 2007, 121），郭清水認為等距
即是小國「維持中立」或「非結盟關係」（Kuik 2016, 173）。本文認為的等距是指小
國儘量與強權維持相對友好關係，而非做到與強權完全等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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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大強權相綁在一起，卻同時與兩強交往。簡單來說，小國就算與一強交好，

但仍會與另一強保持良好關係（吳玉山 2020）。但是當兩強逼迫小國選邊站

時，這時避險國家就失去彈性，必須做出選擇。若以經濟與安全方面來看，避

險是與一方改善經濟關係，但又尋求另一方的安全保障（吳玉山 2009）。鄭

敦仁與徐斯勤也採用相似的論述，不過他們認為避險是更深一層的「雙邊套

利」行為。他們以日本、韓國，還有東協在美中兩強之間為例，明確指出東

亞國家在兩大強權間的互動關係並不適合落入抗衡或扈從的分類（Cheng and 

Hsu 2005）。

不論是將避險視為抗衡與扈從之間的選項，或是對於政治與經濟上的需求

不一，避險的定義仍需要國際關係學界更多的討論與推敲。因為若採取郭清水

等人的提議，將避險界定為：「介於抗衡與扈從之間的一個行為措施」，則在

尋找可操作的測量時，就會發生甚麼時候可定義為抗衡，和甚麼時候可以定義

為避險的問題（吳崇涵 2018）。因為不管是採用質化或量化方式驗證避險的

相關因果要件時，都必須將避險的定義做更清楚的劃分。例如在採用量化方法

進行相關研究時，仍將避險定為「聯盟」的範疇較具可行性。因為若根據郭清

水等人之意見，定義避險是「介於抗衡與扈從之間的一個行為措施」，在尋找

可操作性測量時，將產生模糊與缺乏「反事實」分析法則（counterfactual）。

因此，許多學者在對避險進行定義時，採用林德倫等人所提供之意見，認為避

險是非強權與強權國「結盟」上的「安全承諾」。根據林德倫的定義，大國與

非強權國之間的「聯合承諾」（alignment commitment）可成為測量避險的指

標。例如，當美國對亞太國家送出明確的軍事承諾，若該國應允加入以美國為

首的安全體系，在安全上就依賴美國提供保護。時間一久，小國很有可能喪失

安全與政策上的獨立性，那避險就無法成為小國的外交選項。反之，若該國堅

守自己的立場選擇不加入美國的安全防衛體系，並保有自身安全與政策上的獨

立性，則採用避險的機會將會大幅提高（Lim and Cooper 2015; Wu 2019）。

然而本文在進行相關質化研究時，為了避免出現定義上的模糊，對避險的

定義主要還是回歸採用在國家面對兩大強權的競逐時，將經濟與安全分別投放

在兩個不同強權。意即，經濟上向A強權靠攏，但安全上則依賴B強權（吳玉

山 2009; 吳崇涵 2018; Khong 2008; McDougall 2012; Roy 2005）。簡言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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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有國家對美國在軍事上的聯盟合作程度越高，同時也與中國大陸在經濟上保

持合作，我們就可以將此國家視為採取了避險戰略。
3

二、避險的原因與動機

在確立避險的定義後，接下來將從案例上探討國家採取避險的原因與動

機。過去學界對國家採取避險戰略的原因與動機缺乏系統性的討論。首先，許

多充分條件（sufficient condition）可以直接促成避險，這些相關研究多運用國

家層次（state level）來分析決策者採取避險的原因。舉例來說，現實主義學

者特別重視權力在國際關係中的作用，並認為國力是影響國家外交政策的重要

因素（Lemke and Werner 1996; Schweller 1994; Walt 1987）。綜合國力是評估

國家強弱的重要指標，也會對於國家選擇聯盟陣營的決策產生影響。因此，當

東亞各國面對中國強大的軍事與科技實力，在不確定北京的動機是否純正下，

對中國的國力差距將會影響國家避險的意願（Koga 2018, 640）。

有學者認為，當中共在1977年第11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中，還呼籲要

「聯合一切受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侵略、顛覆、干涉、控制和欺負的國

家，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反對蘇美兩個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在1979

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也強調要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為了建立國際統一戰

線的考量，此時還不能排除中國需要建立聯盟的可能性（凌勝利 2013, 23）。

但是當鄧小平於1982年在中共第12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表示，「任何外國不要

指望中國做他們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國會吞下損害我國利益的苦果」，並將

「和平共處五原則」適用於各種國家的關係時，就是在「不結盟」原則的指導

下，開始淡化了敵友的理念（閻學通 2014; Zhong and Yang 2020, 65）。

本文認為，亞洲各國在後冷戰時期可以採取避險戰略，主要是中國於1980

年代開始在對外關係上強調「中國不打別人的牌，也不允許任何人打中國

牌」的「不結盟」立場（張潤 2014），並在傳統的邦交關係之上，透過「夥

3 本文主要探討中小型國家的避險策略。在運用避險的定義時，當大國之間的交往也出

現將經濟與安全分開考量，亦可套用避險概念來討論。也有學者將美國與中國之間的

外交政策具有競爭也有合作的性質，定義為避險的一個例證（Medeiro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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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關係」的建立來加強與特定國家或國際組織的互動（寧騷 2000, 4-5; 朱立群 

2009, 19）。冷戰結束以來，因為國際間缺乏明顯的意識形態對抗，中國想要

在堅持「不結盟」政策的背景下強化友邦關係，以維護國家主權、安全與發

展利益，塑造對其更加有利的國際環境。因此，就有中國學者認為，中國夥

伴關係的建立，仍然符合1980年代提出的不結盟、不以意識形態論親疏的原

則。如果說不結盟是消極的定義自我與他人的關係，那麼發展戰略夥伴關係

（strategic partnership）則是更積極的定義中國與世界的關係。這種關係意味

著既不存在敵對的高度競爭關係，也不存在盟友（準盟友）的關係，中國努力

發展和所有國家長期穩定的友好合作關係（朱立群 2009, 19）。4

國際體系缺乏明確的意識形態對立，是中小型國家得以採取避險的主要因

素之一。學者認為，意識形態是促成聯盟形成的原因之一，政治體制相似的

國家傾向於合作捍衛共同的價值觀，彼此之間比較不擔心會發生戰爭，相互結

盟也可以讓不穩定的政權獲得在國際社會中的正當性，甚至某些意識型態的政

治訴求就可以解釋聯盟的行為等（Walt 1987, 34-35）。因為決策者往往會將意

識形態的差異性作為區別敵友的標準。對朋友容易交心且關係較為緊密，對敵

人則較疏離且懷有疑慮（Walt 1987, 39）。在冷戰期間，美國與蘇聯作為最強

大的兩個國家，分別領導其他民主國家與共產國家各自組成不同的意識形態聯

盟陣營相互對抗，形成了兩極體系。由於在這種聯盟體系中，存在明顯的權力

差距，不論是個別國家政策發展或群體利益的界定，往往都會反映出權力分

配的結果，大國有機會依照自身的利益考量而要求小國配合。尤其是當聯盟體

系呈現出不對等的特徵時，大國更會將聯盟關係作為影響或控制小國的工具

（Snyder 1997, 12）。

冷戰結束以後，民主國家與共產國家兩大陣營相互對抗的態勢不再，這也

使得部分中小型國家得以基於本國利益而非群體利益的考量，憑藉既有資源、

4 隨著中國軍事與經濟實力自1990年代的快速成長，許多亞太地區的中小型國家在面對
中國崛起時，並沒有立即採取抗衡或扈從的極端策略。反之，中國周邊國家採取了溫

和且富有彈性的避險行為。當時中國外交政策宣傳的主要訴求包括了「韜光養晦、有

所作為」「和平崛起」「睦鄰外交」等（高朗 2004；蔡東杰 2014），較少對鄰國展現
出其威脅與稱霸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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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或靈活外交手段，發揮自身實力以擴展外交空間（Cooper 1997）。

因此，當國際上有兩大意識形態對立團體產生時，霸權往往會要求與自己意識

形態較相近的國家組成聯盟，成為側翼，並且抗衡敵對陣營。但是在後冷戰時

期，大國之間的意識形態分歧界線不像以往涇渭分明，這就對於國家採用務實

彈性的避險策略創造出空間。

當國際社會存在成兩大不同意識形態集團激烈對抗時，國家運用彈性避險

外交的機會就會減少。從冷戰時期的情勢發展看來，兩大不同意識形態集團之

間，除了政治上相互競爭對抗以外，經濟上也很少與敵對陣營往來。加入聯盟

體系的中小型國家，不管是側翼或同盟國，聯盟主導國在經貿上只允許該國與

自己陣營的盟友進行貿易。然而，在後冷戰時期意識形態對抗較不明顯的國際

社會，採用避險的國家將有更多機會在政治安全上靠向某個強權，在經貿領域

則與另一個強權合作。反之，若因為明確的意識形態對抗，國家較難將政治與

經貿議題分開考量。以上闡述有別於過去對避險動機的研究。學界以往的研究

主要考量國家層次的因素對於國家採取避險戰略的影響。接下來將探討當國家

面對「國際體系」層次的變化時，是否更有利避險，試圖擴展學界對於國家避

險行為的討論。

三、體系層次與意識形態

國際關係學界對於「避險」的相關論述，多從「國家層次」分析各國避險

行為。主要研究架構先從區分避險與抗衡或扈從之差別，進而推斷出避險的主

要定義與構成要件。之後再進一步將此概念套用在個別或多個國家，進行相關

時間序列分析。然而，這類型研究著重個別國家避險差異，以「國家層次」形

塑避險相關理論事證。

學界對於從體系層次（system level）研究避險的成果相對較少。體系

層次主要討論何種國際結構較適合國家採用避險策略。首先，在單極體系

（unipolar system）中，非強權國家較容易採用避險。因為體系中的霸權具

有極大的權力優勢，遠超過其他大國，當其他大國個別或聯合起來都可能無

法擊敗霸權時，就會避免挑釁制衡霸權，考慮採取偏向扈從或避險的生存戰

略。1990年代中國經濟起飛時，中國對美國的政策主要以避險為主（Medeir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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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其次，在雙極體系（bipolar system）下，國家較不容易採用避險。因

為兩大強國會明確地要求其他國家表態支持或加入自己的陣營，次級國家較不

容易維持中立態勢或避險措施。直到美蘇兩強對抗的局勢稍微緩解，自身陣

營內部也出現分裂或不同反對聲音，才有了其他國家推動不結盟運動（Non-

Aligned Movement，以下簡稱：NAM）發展的空間。在多極體系（multipolar 

system）中，因為權力較為分散，幾個主要國家通常會依照情勢發展，動態制

衡可能破壞體系平衡的崛起大國，國家 決策者可以針對其他大國較為自由地

選擇不同的外交政策或手段，並不見得一定要在兩大強權中選邊或同時交好

（Koga 2018, 7）。國家採取避險戰略的傾向並不明顯。

在意識型態與避險的討論上，我們了解民主國家與非民主國家長期以來都

在所謂的「疑慮的氛圍」中進行互動。依據民主國家之見，非民主國家總是對

自己的人民抱持敵意。民主國家認為非民主國家正當性薄弱，其統治也是在高

壓與強迫下進行。意識形態因此成為驅動外交政策主要因素（趙建民、許志嘉 

2009）。然而，樂觀者認為，隨著中國經濟高速的成長，不久將把中國帶往

自由民主的軌道。然而，因為意識形態上的差異，再加上不必要的猜疑和輕率

的判斷，更使得美中關係日漸複雜。就美國而言，早期對中國政策目標是希望

促其政體改變，推動威權主義中國朝自由民主的政治方向發展。但經過多年來

的實踐，中國非但沒有依照美國提供的劇本進行政治改革，在外交政策上反而

展現出越來越強勢的風格（Christensen 2011; He and Feng 2012）。隨著中國崛

起對外投射政治影響力，美國也因此跟中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科技、貿易等

各領域相互競爭（Friedberg 2011）。

意識形態相似有助於國家之間發展合作關係。因為相同政治體制或相似意

識形態的國家更容易成為朋友，不同政治體制或有意識形態差異的國家則容易

成為敵人。瓦特舉兩次世界大戰澳洲皆對德國宣戰為例，認為德國對澳洲沒有

造成直接威脅，但因為澳洲效忠大英帝國，因此對盟友邀約必須做出參戰的決

定（Walt 1987, 35）。這就是意識形態對國家結盟行為的影響，意識形態本身

就決定了敵友的身份差異。

由於中國採取的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若是放棄「不結盟」政

策，改為透過建立聯盟關係來擴展自身安全與影響力，則亞太地區的民主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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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將會因為意識形態的差異而增加了是否要加入其陣營的考量，日後也會因

此而影響彼此信任的程度。
5 目前國際社會並未因為意識形態的差異而形成明

顯對立的不同陣營，因此中國的「不結盟」立場以及不強迫其他國家選邊的

「夥伴關係」政策，就容易引發其他國家的外交傾向既不偏向傳統的抗衡，

也不需要被迫扈從中國，反倒促成了周邊國家考慮採取避險戰略，使其能更

靈活的採用中庸路線。中國自從1960年代以來鮮少結交盟國，在1990年代開

始則運用「夥伴關係」的建立來拉攏其他國家。冷戰結束後，中國再度遇到建

立邦交和復交的高峰。1991年中國恢復了與越南的友好關係和印尼的外交關

係，1992年和南韓、新加坡、汶萊建交，與東南亞國家協會（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以下簡稱：ASEAN）建立了長期睦鄰互信夥伴關

係，還分別和印度、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坦、塔吉克斯坦簽署了邊

境地區加強軍事領域信任等協定。為了消除周邊國家對中國的戒心和疑慮，江

澤民也多次強調，「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的發展也需要中國。一個穩

定、發展和強盛的中國，不會對任何國家造成威脅，只會對亞太地區和世界的

和平與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洪停杓、張植榮 2004, 283-284）。因而在冷

戰甫結束的1990年代初期，中國開始以「夥伴關係」擴展對外交往，但是並

未試圖建立自己的聯盟體系，因此為其他中小型國家的避險戰略創造出得以運

作的空間。

本研究從避險之定義、動機與構成要件開始闡述，並根據「體系層次」中

「意識形態」相關討論建立理論框架。主要探討當前國際體系是否有明顯之意

識型態對抗。若缺乏明顯意識形態對抗時，中小型國家較容易採取避險戰略；

反之，若以美中兩強為首的意識形態對抗強烈，則中小型國家較難維持避險。

其次，在實證部分將以南韓為例，採用單一個案研究法（Babbie 2007, 298; 

5 本文並未認為，意識形態不同的國家就不會形成聯盟。根據瓦特研究指出，國家為了

制衡共同威脅而形成聯盟的動力，高於意識形態相似而形成聯盟（Walt 1987, 37）因而
美國在1940年代還願意跟蘇聯共產主義國家合作共同對抗法西斯主義的軸心國家。此
外，也有學者指出，美國冷戰期間選擇盟國主要是基於地緣戰略上圍堵共產主義擴張

的考量，因而並未排斥與當時亞太地區的威權國家建立聯盟關係（Cha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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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Keown 2004, 146; Rogowski 2004, 77-79）探討南韓在美韓聯盟體系之下，6 

面對中國發展「夥伴關係」的吸引，是否在時間軸上展現出避險之相關特質。

簡言之，本文欲藉由中國對南韓發展「夥伴關係」的歷程，探討驗證南韓在美

韓聯盟架構下的外交政策取向變化是否符合避險戰略的特質。

雖然美中兩強近年來在許多議題上相互角力，但是尚未升級至冷戰時期漢

賊不兩立的意識形態激烈對抗。因此，許多中小型國家仍有機會採取雙邊套利

的避險行為。筆者認為，這點也與中國發展「夥伴關係」的外交政策特色有所

關聯。
7 正是因為中國透過「夥伴關係」拉攏特定國家，但是並未強迫對方選

邊，亞太國家才得以在美中兩大強權之間避險。也有學者觀察到，除了南北韓

之間基於歷史因素造成的持續敵對以外，長期的制衡或扈從行為其實在亞太地

區並不常見（Jackson 2014, 333）。下一節將論述中國對周邊國家發展「夥伴

關係」的政治意涵，並將選取南韓作為個案說明，即便是美國的亞太盟國，在

國際體系尚未達到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強烈對立的背景下，將可能選擇避險戰

略。
8

6 在理論建立的過程中，採取單一個案在研究方法上仍有其效用與目的性。羅格斯基

（Ronald Rogowski）提出比較政治學者李帕特（Arend Lijphart）探討荷蘭在缺乏「交
叉分歧」（cross-cutting cleavages）下，透過協和式民主也使高度異質性的體制達成政
治穩定（Rogowski 2004）。另外，麥可文（Timothy McKeown）指出哈佛政治學者艾
利森（Graham Allison）於1970年代以古巴飛彈危機案例，探討國家是否為單一行為體
（McKeown 2004），來形塑其理論論證。

7 如果中國以強化自身安全為導向，放棄「不結盟」政策立場，改為建立聯盟關係，則

中美兩國就可能在爭取盟國上相互競爭對抗，最後造成彼此的安全困境。此時小國即

喪失雙邊套利的避險契機。
8 關於中國何時採取較為強勢的外交政策，使得美中對抗開始白熱化，對於其他國家又

有何影響，值得另以專文討論。為了避免議題失焦，本文在此暫不深入說明。雖然鄭

必堅於2005年在《國際事務》期刊發表有關「中國和平崛起」論文，但是中國官方後
來則定調為「和平發展」而非「和平崛起」。西方學界的研究也指出，中國於江朱與

胡溫體系下，仍然採取較為保守的維持現狀外交政策而非改變現狀（Johnston 2003; 
Chan 2008; Kastner 2012）。沈大偉在《中國走向全球》（China Goes Global）書中亦
強調，直至2012年為止，中國在全球不同議題領域中，仍僅具有「部分強權」（partial 
power）的功能（Shambaugh 2012, 309-311）。在習近平上台後，於2013年提出了「帶
路倡議」（Belt and Road Initiative），北京更積極參與全球事務，也顯示出中國外交政
策上的轉變。但是美中之間尚未出現冷戰時期因為意識形態歧異而壁壘分明的敵對態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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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夥伴關係」之政治意涵

事實上，運用「夥伴關係」來界定國家之間的親疏互動並非由中國首

創。在冷戰期間的美蘇長期對峙以後，蘇聯於1991年12月正式解體，美國總

統布希（George H. Bush）和俄羅斯總統葉爾欽（Boris Yeltsin）遂於1992年2

月在美國大衛營簽署了聯合宣言，同意不再相互視為潛在敵人，兩國未來的

關係將建立在互信、尊重和共同承諾追求民主與經濟自由的朋友關係和夥伴

關係之上（eNotes.com 1992）。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以下簡稱：北約）（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NATO）於1994年1月在布魯

塞爾召開蘇聯解體後的第一次高峰會議時，也提出過《和平夥伴架構文件》

（Partnership for Peace: Framework Document），針對以往在蘇聯共產主義陣

營的中、東歐國家發展外交關係展開討論。北約當時希望透過「和平夥伴計

畫」，針對國防相關議題，以對話的方式強化歐洲地區的安定與安全，並擴及

到政治與經濟領域（NATO 1994）。

王巧榮認為，1990年代中國的夥伴關係外交是一種新型態的外交關係，與

冷戰時期的集團外交、勢力範圍外交、霸權外交並不相同，而且具有若干特

點：一、以合作為目的的外交；二、夥伴關係是一種相互尊重、求同存異的關

係；三、夥伴關係是一種平等互利的合作關係；四、夥伴關係通常設有協調

或保障機制；五、中國的夥伴關係外交是一種戰略性外交（王巧榮 2006, 56-

57）。中國會依據對外關係的進展而調整對特定國家的夥伴關係名稱。根據

南韓學者李昌衡（2012）的觀點，中國的外交關係可以分成五個階段，即單

純外交關係、睦鄰友好關係、夥伴關係、傳統友好關係、血盟關係。其中夥伴

關係包含戰略性、建設性、全面性和合作性四種。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用於非常

親密的兩國關係，這種關係的特徵在於兩國在各方面追求共同利益的最大化，

並在國際、區域性問題上保持非常緊密的合作關係。以南韓來說，自從1992

年與中國建交以來，雙方關係就由友好合作關係（1992年）、面向21世紀的

合作夥伴關係（1998年）、全面合作夥伴關係（2003年），發展到了戰略合

作夥伴關係（2008年）。2013年6月，南韓總統朴槿惠（Park Geun Hye）訪問

中國，雙方又共同發表了《中韓面向未來聯合聲明》和《充實中韓戰略合作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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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關係行動計劃》。
9 蘇浩則指出，中國所建立的「夥伴關係」固然可以大致

分為戰略層次、地區層次、雙邊層次和友好合作關係等四個層次，構成了中國

外交較為完整的對外關係架構。但對這種「夥伴關係」架構做出不同層次的分

析，並不意味著中國與不同國家間關係的遠近親疏，或是重要與不重要的區

別，而是說明這些夥伴關係在功能上發揮不同的作用（蘇浩 2000, 11-12）。

然而，即便是中國學者之間對於中國夥伴關係戰略的理論內涵也未能取得普遍

共識，中國外交部更未公開說明不同夥伴關係國家頭銜在實務上的等級差異。

曾任中共中央黨校教授的門洪華在梳理文獻以後指出，中國的夥伴關係戰略存

在若干問題，包括：地位不清晰、成效不明確、層次不分明等。學者們對於夥

伴關係戰略也有著認識上的差異（門洪華、劉笑陽 2015, 67）。整體而言，中

國夥伴關係戰略更強調與傳統軍事聯盟的差異。

有學者將傳統軍事聯盟界定為「國家之間為了安全或擴大成員以對抗其他

特定國家，決定是否要使用武力的正式結合，不論其是否被清楚地界定出來」

（Snyder 1990, 104-105）。瓦特原先將聯盟簡單界定為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之

間的安全合作關係，並假定成員之間有不同程度的承諾與利益交換，而破壞這

樣的關係或無法實現承諾將會有所損失（Walt 1987, 1, 12）。後來又提出了較

為完整的補充說明，將聯盟視為兩個以上的國家之間不論正式與否的安全合作

承諾，目的是要增強每個成員的權力、安全和（或）影響力。雖然每個聯盟的

設計都不太一致，但是一個有意義的聯盟最主要的本質就是成員承諾要互相支

持以對抗外部行為者（Walt 2009, 86）。由此可見，中國「夥伴關係」與傳統

軍事聯盟最大的差別即在於，前者並未預設針對防範的特定目標國家，也並未

以意識形態與政治體制的差異來劃分敵我不同陣營，因此並未排斥向競爭對手

或對手的盟國發展夥伴關係。
10

9 兩份文件詳細內容可以參見新華網的報導（2013a; 2013b）。
10 過去學界對夥伴關係的理論與實證研究方面論述頗豐。首先，西方學界對於夥伴關係

的研究首重於與聯盟理論之比較。學者認為，夥伴關係與聯盟最大的不同點，不僅僅

聚焦在安全層面（Wilkins 2011; Evall and Hall 2016），更具有對於價值與文化認同之
意涵（Chidley 2014）。在討論中國的夥伴關係上，史楚佛（Gerg Struver）實證研究
指出，中國與其他國家外交政策相似度，不僅受政治體制與意識形態之影響，也與其

他國家經濟或軍事有相關性（Struver 2016）。這些因素更直接影響中國夥伴關係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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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江澤民於1997年10月赴美訪問時，中美雙方就簽署了《中美聯合聲

明》，決定加強合作對付國際挑戰，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共同致力於建

立中美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新華網 1997）。1998年6月，美國總統柯林頓

（William J. Clinton）訪問中國。人民日報發表評論指出，中國與美國之間的

這種夥伴關係有別於冷戰時期大國之間的不正常關係，是一種新型的國家關

係，其基本特徵是要發展友好，不搞對抗；相互尊重，平等互利，求同存異；

不針對第三國（人民日報 1998）。但隨著國際局勢發展，到了2000年小布希

（George W. Bush）上任之初，美國則將中國視為戰略競爭者（Shambaugh 

2000）。

在歷經了2001年阿富汗反恐戰爭、2003年伊拉克戰爭的財力消耗，以及

2008年國內的金融風暴衝擊後，美國又調整了對於中國的戰略評估。2005年

時，美國副國務卿佐立克（Robert B. Zoellick）便曾表示，希望中國能成為國

際體系中「負責任的利害相關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2005）。後來

還有學者曾以「中美國」（Chimerica）的新詞彙來強調雙方對於國際事務具

有共同的影響力（Ferguson and Schularickz 2007）。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Hussein Obama II）上任以後，又提出「亞太再平衡」（Rebalance to Asia and 

the Pacific）戰略，強調美國未來會在亞太地區投入大量的外交、經濟、戰略

資源。在根據新的需求調整美國的亞太聯盟體系時，也將透過新的夥伴關係

來解決共同面對的挑戰（Clinton 2011）。美國透過強化對亞太盟國的合作關

係，雖然沒有明指中國，但是根據相關戰略規劃來說，一方面可以繼續維持自

身領導地位，二方面將可在不增加過度財政負擔的情況下有助於圍堵中國（洪

銘德 2015）。在此背景下，中國為了避免中美之間的對立情勢升高，強調大

國之間並不必然會發生衝突，開始將中美關係界定為「新型大國關係」。
11 美

立。簡言之，在後冷戰時期，中國透過夥伴關係與世界各國交往，主要是受到追求經

濟目標與意識形態存在差異的影響（Struver 2017）。此外，李泉與葉明的研究中亦表
示，中國發展不同類型的夥伴關係，主要受到三大因素影響：美國的壓力、中國對於

週邊區域和平穩定的要求，以及追求經濟成長的現代化目標（Li and Ye 2019）。
11 因受篇幅限制且為避免主題偏離，本文在此僅為簡述中美於1990年代中期開始發展
「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以來，兩國對於雙邊關係的觀感。有關「新型大國關係」的

實質內容，以及中美雙方官員與學者對於「新型大國關係」的評價，可以參見其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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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總統川普（Donald John Trump）上任之初，原本美中關係尚稱穩定。國務

卿提勒森（Rex Wayne Tillerson）於2017年3月訪問中國時，還以習近平提出的

「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概念，倡議中美兩

國未來五十年的相處之道（Perlez 2017）。然而，在2017年底公布的「國家安

全戰略報告」中，川普政府則明確指出，美國國家安全的三大主要挑戰包括：

中國與俄羅斯這些「改變現狀型強權」（revisionist powers），伊朗和北韓等

「流氓國家」（rouge states），以及恐怖份子團體等跨國威脅組織（The White 

House 2017）。此時美國已經將中國視為競爭全球領導地位的對手。

若從經濟實力來比較，2020年全球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 ic 

product，以下簡稱：GDP）經過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計

算後，中國排名第一，約為24.27兆國際元，美國排名第二，約為20.94兆

國際元。兩國都高於第三至五名的印度、日本與德國之總和（World Bank 

2021）。12 在軍事費用開支方面，根據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以下簡稱：SIPRI）的資

料顯示，美國為2020年全球軍費支出最多的國家，約為7780億美元，佔全球

39%，排名第二的是中國，約為2520億美元，佔全球13%。兩國皆遙遙領先第

三至五名的印度（729億美元，3.7%）、俄羅斯（617億美元，3.1%）、英國

（592億美元，3.0%）（Silva, Tian, and Marksteiner 2021）。由此可見美國與

中國的經濟與軍事實力雄厚。

有學者認為，中國成立的戰略夥伴關係，是要和那些對於促進更加「多極

化」的國際環境有著共同利益的國家建立關係，明顯是要和美國權力做出對

比（Eisenman et al. 2007, 16）。然而，此番觀點並不能解釋為何中國與美國建

立戰略夥伴關係，中國還與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盟國—日本、南韓與澳洲，以

及美國在歐洲地區的盟國—英國、法國與德國，甚至包括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都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夥伴關係。門洪華認為，1989-2001年期間，同時

出現了世界轉型和中國崛起，西方大國對中國的外交關係呈現出更複雜的特

者的分析（楊仕樂 2015; 蔡明彥、張凱銘 2015; 王浩 2014; Wu 2014; Denmark 2013）。
12 1國際元（international dollar）即等於1美元在美國的購買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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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大致上來說，大國注重拓展全方位大國外交，即使保持傳統聯盟的國家，

也積極尋求與非盟國建立某種「夥伴關係」，建構有利於本國戰略利益而又相

對平衡的大國關係（門洪華 2013, 77）。對於中國來說，「戰略夥伴關係」並

不等同於（準）軍事聯盟關係，因為後者還涉及到廣泛的安全與軍事合作。在

中國的外交政策詞彙中，夥伴關係被視為具有戰略性主要是基於兩個原因：

一、該關係具有綜合性，包含了所有層面的雙邊關係（例如：經濟、文化、政

治和安全）；二、兩國同意針對雙邊關係做出長期承諾，雙邊問題將會在此脈

絡下受到評估。重要的是，偶發的緊張情勢並不會使雙方偏離原有合作方向

（Medeiros 2009, 82）。

在鄧小平掌權的1980年代期間，中國外交政策與國際戰略保持低調，持續

主張「不當頭、不稱霸、不結盟」的立場，並未訴求積極擴張或改變現狀，也

未爭取建立或參與其他聯盟體系。
13 1984年5月，鄧小平則指出，「中國的對

外政策是獨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結盟。中國不打美國牌，也不打中國牌，

中國也不允許別人打中國牌。中國對外政策的目標是爭取世界和平」（中共中

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 1993, 56-57）。到了江澤民時期，他在1998年8月的駐外

使節會議上則強調，「要繼續長期堅持冷靜觀察、沉著應付、絕不當頭、有所

作為的戰略方針。要韜光養晦，收斂鋒芒，保存自己，徐圖發展。我國國情與

國際力量對比決定了我們必須這樣做。」（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 2006, 

202）。在胡錦濤執政期間，雖然上海合作組織已經開始運作，但其在2006年

接受記者訪問時強調，該組織是以開放、不結盟的原則，向各國宣導新安全

觀，並不是一個封閉性、排他性的組織（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塔吉克斯坦共和國

大使館 2006）。雖然上海合作組織近年來持續擴展，但是仍然並未強調針對

特定國家。

13 1982年8月鄧小平在會見聯合國秘書長德奎利亞爾（Javier Perez de Cuellar）時表示，
「很多朋友說，中國是第三世界的頭頭。我們說，頭頭可不能當，頭頭一當就壞了。

搞霸權的名譽很壞。當第三世界的頭頭名譽也不好。這不是客氣話，這是一種真實的

政治考慮。」（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 1994,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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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南韓在美中之間的抉擇

本文將挑選南韓並檢視其在美中兩大強權之間的政策變化，是否符合避

險戰略的理論預期。選擇南韓的原因在於：一、南韓在1953年成為美國的軍

事盟國，對於在冷戰期間圍堵共產主義擴張，以及嚇阻北韓發動軍事攻擊發

揮了安全上的功能。二、南韓於1992年8月24日轉向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兩

國經貿關係逐步發展，其後中國分別在2003年超過美國，成為南韓最大的出

口國，在2007年超過日本，成為南韓最大的進口國。南韓對中國的雙邊貿易

額，在2014年已經達到2,354億美元，佔南韓該年度整體對外貿易的21.4%，甚

至超過了南韓對美國貿易（1,156億美元）與對日本貿易（860億美元）的總和

（Chung 2015, 10）。在2020年時，南韓對中國出口金額約為1,326億美元，是

南韓對第二大出口國—美國（742億美元）的1.79倍。南韓對中國進口金額約

為1,089億美元，是南韓對第二大進口國—美國（575億美元）的1.89倍。三、

自從巴西於1993年11月成為中國第一個夥伴關係國家開始（趙重陽 2014），

中國在後冷戰時期延續「不結盟」的外交立場，透過夥伴關係的建立來改善

雙邊或多邊關係交往。中國與南韓則是於1998年建立「面向21世紀的中韓合

作夥伴關係」。四、冷戰結束以後，南韓在美國外交政策中仍然具有重要地

位。美國在1999年度的《國防報告》（Annual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and the 

Congress）指出，隨著21世紀的到來，美國面臨著一個充滿變化又不確定的安

全環境。雖然爆發全球戰爭的可能性降低，但是仍然有大規模的越境侵略、潛

在的危險科技、跨國危機、對美國本土的威脅、失敗國家等問題造成美國國家

安全的挑戰。包括北約、日本與南韓在內的盟國，對於美國的安全一直至關重

要，也成功地轉型以面對今日的挑戰（Cohen 1999, 1-3）。

南韓與美國建立聯盟關係的目的之一，就是為了防範與嚇阻北韓的軍事

入侵。但是美國做為「共同圍堵者」（co-container），一方面要提供安全與

穩定的環境讓南韓發展經濟抵抗北韓，另一方面則對於兩韓未來的政治發展

有著自身國家利益考量。當南韓總統金大中（Kim Dae Jung）為了改善兩韓

關係而於1998年提出「陽光政策」（Sunshine Policy）時，就與當時美國對北

韓強硬的政策態度不同（Cha 2003, 279-281）。南韓與美國對於朝鮮半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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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發展期待存在若干分歧，這種情緒也延續到後來雙方政府。根據康燦雄

（David C. Kang）彙整的資料顯示，在盧武炫（Roh Moo Hyun）總統任內，

南韓與美國關係較為疏遠，有若干美國學者也質疑美韓聯盟是否出現裂痕。史

奈德（Scott Snyder）就認為，美韓聯盟在此時期的發展對於兩國來說，重要

性明顯不如冷戰時期。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以下簡

稱：AEI）研究員艾伯史塔特（Nicholas Eberstadt）則是將南韓稱為「失控的

盟國」（a runaway ally）。甚至還有其他學者建議美韓聯盟應該要解散（Kang 

2005, 116）。

雖然南韓已經於1994年從美國手上取得了部隊在和平時期的指揮權。2006

年10月，美國國防部長倫斯斐（Donald Rumsfeld）與南韓國防部長尹光雄

（Yoon Kwang Ung）原本同意南韓部隊的「戰爭時期作戰指揮權」（wartime  

operational control）應該要在2009年10月至2012年3月間從美國轉移給南韓。

但是盧武炫總統卻在2007年就向美國提出要求，他希望藉此克服南韓對於美

國的心理依賴來恢復國家主權與尊嚴感。後來因為北韓的核武試爆與外交挑

釁，
14 美韓聯盟之間的作戰指揮權轉移才一再拖延。在2021年3月底美韓外交

與國防官員的會談中，雙方達成共識，要視彼此因應國際情勢的準備程度來決

定何時轉移指揮權。美國國防部發言人薩波（John Supple）表示，對於轉移的

日期做出明確期限只會增加美韓聯盟部隊的風險（ISDP 2021）。

作為美國的重要亞太盟國，南韓固然依賴美國安全保障，但是由於後

冷戰時期共產陣營勢力大幅削弱，大規模戰爭爆發的可能性降低（Mueller 

1989），許多國家在外交政策中轉以追求經濟利益為主要考量。南韓正是在

此背景下，於1992年轉向中國建立正式邦交，此後兩國的雙邊關係逐步改

善，中國對於朝鮮半島的安全議題也有越來越多的發言權（Bong 2017, 49-

57）。因此，南韓與美國之間雖然偶有部分意見齟齬，但是基本上仍然維持了

聯盟關係穩定。中國試圖透過「夥伴關係」的提升來拉攏南韓，也使得南韓在

美中兩大強權之間有了更多的政策揮灑空間（Chung 2007），極適合作為本文

14 自從北韓於2009年5月25日進行第2次核子試爆以後，又多次進行彈道飛彈與核武測試
（Davenport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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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案例加以檢驗。南韓與中國建交後的外交關係變化大致情況如下：

一、睦鄰合作關係：在1992年8月24日中韓兩國建立邦交而簽署的聯合

公報中，雙方同意根據《聯合國憲章》，在相互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

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原則的基礎上發展持久的睦鄰合

作關係；中國則表示「尊重朝鮮民族早日實現朝鮮半島和平統一的願望，並

支持由朝鮮民族自己來實現朝鮮半島的和平統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2000）。

二、面向21世紀的中韓合作夥伴關係：南韓總統金大中於1998年11月訪問

中國，根據《中韓聯合公報》指出，雙方基於《聯合國憲章》的原則和中韓建

交公報的精神，在兩國睦鄰友好合作關係的基礎上，建立面向21世紀的中韓合

作夥伴關係。（中國網 1998）。

三、全面合作夥伴關係：南韓總統盧武鉉於2003年7月初前往中國大陸訪

問。雙方在聯合聲明中指出，兩國同意以聯合國憲章原則、中韓建交聯合公報

精神以及業已存在的合作夥伴關係為基礎，建立中韓全面合作夥伴關係。此

外，雙方認為，擴大和深化兩國經貿合作，符合共同利益，有利於兩國的共同

發展。同意成立聯合小組研究雙邊經貿合作規劃，也同意採取積極措施，推動

兩國貿易的健康、順利發展，共同努力改善貿易不平衡狀況（中華人民共和國

外交部 2003）。

四、戰略合作夥伴關係：2008年5月下旬，南韓總統李明博訪問中國大

陸。雙方高度評價1992年建交以來，兩國關係取得的迅速發展，並一致同意

將「中韓全面合作夥伴關係」提升為「中韓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在外交、安

全、經濟、社會、文化、人員交流等各領域進一步加強交流與合作。此外，雙

方也認為，中韓合作是推進六方會談和朝鮮半島非核化進程的重要因素，同意

為實現朝鮮半島和東北亞的和平與穩定繼續緊密合作（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2008）。

五、成熟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2013年6月下旬，韓國總統朴槿惠訪問中

國大陸。在雙方所發表的《中韓面向未來聯合聲明》中指出，應該在互信的基

礎上充實中韓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推進以下三個領域合作：（一）加強政治

安全領域戰略溝通。兩國領導人密切溝通，全方位、多層次推進兩國政府、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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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政黨、學術界等多種主體間的戰略溝通，進一步提高戰略互信；（二）

進一步擴大經濟、社會領域合作。雙方再次確認，中國與韓國自由貿易區的目

標應是一個包含實質性自由化、廣泛領域的高水準、全面的自由貿易協定；

（三）促進兩國國民間多種形式交流，進一步促進兩國公共外交領域的合作和

各種形式的文化交流（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2013）。2014年7月，習近平前

往南韓訪問。雙方在《聯合聲明》中指出，中韓作為東北亞地區的重要近鄰和

夥伴，為成為實現共同發展的夥伴、致力地區和平的夥伴、攜手振興亞洲的夥

伴、促進世界繁榮的夥伴，將以《中韓面向未來聯合聲明》和本《聯合聲明》

為基礎，推動兩國關係今後朝以下方向發展：（一）兩國政府以互信為基礎，

構建成熟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雙方為增進朝鮮半島和東北亞的和平與穩定加

強合作；（二）兩國通過攜手創新，擴大面向未來的戰略性經貿和產業合作，

共同致力於推動東亞地區經濟一體化、世界經濟復甦，為地區及世界經濟增長

發揮引領作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2014）。

在冷戰結束以後，國際社會意識形態對抗趨緩的背景下，像南韓這樣的非

強權國家反倒可以在對外關係上更多考慮自身利益，調整外交政策作為，而

非僅以政治制度與意識形態的差異作為評判交往對象的標準。南韓自從1992

年與中國建交以後，除了政治外交關係逐漸改善以外，根據韓國統計資料中心

（Korean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Service，以下簡稱：KOSIS）的數據顯示，15 

以往美國與日本向來是南韓主要的貿易夥伴。但是在中國與南韓建交以後，

中國分別在2003年超過美國，成為南韓最大的出口國，在2007年超過日本，

成為南韓最大的進口國。中國對南韓的進口與出口金額除了1998、2001、

2009、2012、2014、2015、2016、2019年略有下降以外，幾乎是連年攀升。

根據南韓學者辛星昊（Sheen Seong Ho）2003年發表的報告指出，1992至

2002年期間，韓中之間的貿易量是以平均每年超過20%的速度成長。南韓企業

在中國的快速經濟成長中看到了機會，這也使得南韓出口導向的經濟更依賴中

國。這種經濟利益也成為南韓追求對中國穩固夥伴關係的主要動力。盧武炫在

2003年7月訪問中國時甚至表示，東北亞的時代即將來臨，而在舞臺中央的正

15 以下數據皆彙整自：Korean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Service (2021)，請見圖1與圖2。



22　問題與研究　第61卷第2期
圖

1　
南
韓
對
中
、
日
、
美
三
國
進
口
貿
易
金
額
成
長
趨
勢
圖
（

19
92

-）

資
料
來
源
：

 作
者
自
製
。
數
據
來
自

K
or

ea
n 

St
at

is
tic

al
 I

nf
or

m
at

io
n 

Se
rv

ic
e 

(2
02

1)
，

ht
tp

s:
//k

os
is

.k
r/s

ta
tH

tm
l/s

ta
tH

tm
l.d

o?
or

gI
d=

36
0&

tb
lId

= 

D
T_

1R
11

00
6_

FR
M

10
1&

la
ng

ua
ge

=e
n&

co
nn

_p
at

h=
I3
。

0

20
,0

00
,0

00

40
,0

00
,0

00

60
,0

00
,0

00

80
,0

00
,0

00

10
0,

00
0,

00
0

12
0,

00
0,

00
0

19
92

19
93

19
94

19
95

19
96

19
97

19
98

19
99

20
00

20
01

20
02

20
03

20
04

20
05

20
06

20
07

20
08

20
09

20
10

20
11

20
12

20
13

20
14

20
15

20
16

20
17

20
18

20
19

20
20

南
韓
對
中
、
日
、
美
三
國
進
口
貿
易
金
額
成
長
趨
勢
圖
（

19
92

-2
02

0）
 

C
hi

na
Ja

pa
n

U
.S

.A

單
位
：
千
美
元

 



 南韓在美國與中國之間的避險戰略　23

圖
2　
南
韓
對
中
、
日
、
美
三
國
出
口
貿
易
金
額
成
長
趨
勢
圖
（

19
92

-2
02

0）

0

20
,0

00
,0

00

40
,0

00
,0

00

60
,0

00
,0

00

80
,0

00
,0

00

10
0,

00
0,

00
0

12
0,

00
0,

00
0

14
0,

00
0,

00
0

16
0,

00
0,

00
0

18
0,

00
0,

00
0

19
92

19
93

19
94

19
95

19
96

19
97

19
98

19
99

20
00

20
01

20
02

20
03

20
04

20
05

20
06

20
07

20
08

20
09

20
10

20
11

20
12

20
13

20
14

20
15

20
16

20
17

20
18

20
19

20
20

南
韓
對
中
、
日
、
美
三
國
出
口
貿
易
金
額
成
長
趨
勢
圖
（

19
92

-2
02

0）
 

C
hi

na
Ja

pa
n

U
.S

.A

單
位
：
千
美
元

 

資
料
來
源
：

 作
者
自
製
。
數
據
來
自

K
or

ea
n 

St
at

is
tic

al
 I

nf
or

m
at

io
n 

Se
rv

ic
e 

(2
02

1)
，

ht
tp

s:
//k

os
is

.k
r/s

ta
tH

tm
l/s

ta
tH

tm
l.d

o?
or

gI
d=

36
0&

tb
lId

= 

D
T_

1R
11

00
6_

FR
M

10
1&

la
ng

ua
ge

=e
n&

co
nn

_p
at

h=
I3
。



24　問題與研究　第61卷第2期

是中國與南韓（Sheen 2003, 2-4）。由於盧武炫延續了前任金大中政府對北韓

的「陽光政策」，不但持續和中國合作對北韓提供無條件的經濟援助，也在民

間激起反美情緒。這就使得美國無法對北韓運用有效的軟硬兼施戰略促其遵

守六方會談有關解除核子能力的決定（Han 2008, 341）。在此一時期，中國透

過「夥伴關係」的發展與經濟手段的運用，影響了南韓的外交政策趨向，使

其略微偏離了美國的預期而轉向中國尋求合作。美國學者奧弗霍特（William 

Overholt）認為，南韓仍然有許多槓桿操作的機會，不見得要在美中兩強競爭

之間選邊。中國如果想要跟日本競爭，就離不開南韓的支持。不過如果南韓要

尋求南北韓的統一與處理朝鮮半島安全議題，則需要中國的協助。但是保持對

美國的穩固關係才會在避險中國時發揮作用（The Korea Times 2011）。韓裔

美籍學者康燦雄也表示，南韓在軍事上並沒有將中國視為潛在威脅，在經貿上

則是對中國依賴，民眾對於中國崛起其實抱持開放接受的態度。因此，南韓與

美國維持聯盟關係，目的並不是要制衡中國崛起，南韓對中國其實採取的是順

應調適（accommodate）的戰略（Kang 2009）。

在安全領域方面，原先南韓還在猶豫是否要加入美國的彈道飛彈防禦系

統。甚至在2012年10月下旬，南韓國防部一度表示，美國的彈道飛彈防禦

系統為多層防禦體系，可以分成上層、中層和低層，感知範圍可達2000公里

以上。南韓的彈道飛彈防禦系統主要是感知和識別來自北韓的彈道，在低層

（40公里以下）進行射擊，感知範圍也只有500-1000公里。因而南韓的彈道

飛彈防禦系統（KAMD）與美國的全球彈道飛彈防禦系統（MD）完全不同，

更否認了南韓要加入由美國主導的反彈道飛彈聯盟的說法（鍾永和 2018）。

2014年5月29日，南韓國防部發言人金珉奭（Kim Min-Seok）更強調，不會加

入美國主導的地區彈道飛彈防禦系統，主要原因在於，美國採用的是用於高空

攔截的末端高空區域防禦系統，而韓國自主研發的系統則是用於低空攔截（新

華網 2014）。

然而，當北韓在2016年間先後進行核子試爆與彈道飛彈測試，引發南韓安

全顧慮時，南韓還是轉向了美國尋求較為直接的安全保護，但是也極力維持對

中國的雙邊關係。2016年1月6日，北韓進行第4次地下核子試爆。當時北韓媒

體還宣稱，這不但是為了保護國家主權，更是讓自身免於受到美國核子威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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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防衛措施（Daily Record 2016）。3月9日，北韓更進一步宣布可裝載在彈

道飛彈上的核彈頭已微型化成功。其後又進行了洲際彈道飛彈的熱防護罩、火

箭發射與固態燃料測試，美國戰略司令部評估，北韓可能已經發展出足以攻擊

美國本土的技術（McLaughlin 2018）。

在此背景之下，美國在2016年2月初便正式向南韓提及部署「終端高

空防禦飛彈系統」（The 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以下簡稱：

THAAD），經過多次諮商，朴槿惠政府在同年7月7日公開宣布決定部署

（Institute for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Policy, 2017）。美韓兩國在聯合聲明指

出，此舉是為了確保南韓及其民眾的安全，並保護聯盟部隊不會受到北韓大規

模毀滅性武器與彈道飛彈的威脅而採取的防禦性措施。此外，雙方也強調，部

署在朝鮮半島的「終端高空防禦飛彈系統」只是用來對付北韓的核武與飛彈威

脅，而不會針對任何第三國（United States Forces Korea 2016）。

然而，中方卻認為南韓同意部署「終端高空防禦飛彈系統」具有將中國

視為安全威脅的意涵。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7月下旬就曾表示，南韓部署「終

端高空防禦飛彈系統」不只是個技術議題，還是個戰略議題。南韓此舉傷害

了兩國之間的信任。雖然南韓外交部長尹炳世（Yun Byung Se）回應強調，

部署該系統是為了保護南韓的安全，並不會傷害中國的安全利益（Kim et al. 

2016）。但是仍然引發了中國官方的抗議與檯面下的排擠。雖然曾有媒體在

2016年11月21日中國外交部記者會提問，中國政府是否透過「限韓令」要求各

電視台不得播出南韓明星代言的廣告。但是外交部發言人耿爽當時表示，中

國並沒有推出「限韓令」，不過他也強調「中方堅決反對美國在韓國部署『薩

德』反導系統，這一立場也是眾所周知的。中國民眾也對此表達了不滿，相信

有關方面應該注意到了這種情緒。」（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2016）

2017年7月3日至8日，習近平前往德國出席G20領袖第12次峰會時，首次

與南韓總統會晤。習近平先是強調，對於文在寅（Moon Jae In）總統派遣韓國

代表團出席5月中旬在北京舉辦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表達改

善和發展中韓關係、妥善處理敏感問題的積極意願」表示肯定。中方願意運用

兩國建交25周年的契機，推動中韓關係早日重回健康穩定發展的正確軌道。文

在寅則回應表示，韓中兩國具有廣泛的共同利益，已經成為重要的合作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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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方也願意跟中國一起加強高層往來與各領域的交流合作，將兩國關係塑造成

實質性戰略夥伴關係（央廣網 2017）。

在經過中韓雙方多次的磋商以後，中國外交部在2017年10月31日發表聲

明指出，韓方認識到中國在薩德問題上的立場與關切，也告知中方部署該系統

的目的不會針對第三國，不會損害中國的戰略安全利益。中方也重申反對南韓

部署薩德系統的立場。雙方同意透過軍方管道，對於中國關注的薩德系統議題

進行溝通（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2017a）。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同日在

新聞記者會上也表示，韓方告知不會加入美國反彈道飛彈防禦系統，不會將韓

美日安全合作發展成三方軍事聯盟，不會追加部署薩德系統。妥善處理薩德議

題與掃除兩國發展關係的障礙，既符合雙方的共同意願，也符合共同利益（中

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2017b）。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於2017年11月22日在北京與南韓外交部長康京和

（Kang Kyung Wha）會談時表示，「中方重視韓方關於不考慮追加薩德系

統、不加入美國反導體系、不發展韓美日三方軍事同盟的表態以及無意損害中

方安全利益的表態，希望韓方繼續妥善處理『薩德』問題。中韓雙方應共同努

力，進一步增進相互瞭解，最大限度減少分歧，為兩國關係全面恢復發展創造

條件。」（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2017c）至此，南韓因為引入美國「終端高

空防禦飛彈系統」而造成的韓中關係倒退，暫時告一段落。2017年12月13日

至16日，南韓總統文在寅更率領數百位企業高層，一起前往中國訪問洽談商

業合作機會，試圖修補因為薩德問題而受影響的韓中關係（Clover and Harris 

2017）。

綜觀中國與南韓雙邊關係緩和的可能因素在於：從中國的立場來說，可以

趁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輕忽盟國重要性之際，拉攏南韓以分化破壞

美國與南韓關係，尤其是在美中貿易戰的背景下，更需要增加朋友、減少對手

（Kim 2019）。中國甚至可能想要進一步主導朝鮮半島議題，設法抵抗、減

少或排除美國在東亞地區的影響力，維持現狀並促成朝鮮半島無核化，符合中

國戰略利益（Wang 2018）；從南韓的立場來說，由於北韓對中國依賴甚深，

特別是在聯合國安理會針對北韓試爆核子武器而提出多次制裁以後。南韓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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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協助穩定朝鮮半島局勢，
16 中韓兩國對於在北韓問題上加強合作以避免衝

突發生，具有共同利益。此外，中國是南韓最大貿易夥伴，改善韓中關係可以

強化雙方地緣經濟合作，參與中國主導的「一帶一路」倡議，增加對歐亞大陸

經濟發展的機會（河凡植 2018, 31）。中韓自2012年由官方正式展開談判，並

於2015年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以下簡稱：FTA）。

中韓雙方更積極在區域自由貿易與一體化上，促成「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

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以下簡稱：RCEP）簽

訂；並期望藉由「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來作為「中日韓自由貿易區」

的前奏（人民網 2015）。也有學者觀察到，即便是東南亞國家與中國之間的

經濟互賴關係，都使得前者比較不願意參與到針對中國的權力制衡，而南韓、

日本與台灣等美國盟邦更是持續與中國交往。中國的經濟拉力可能鼓勵了周邊

國家更多「中立」的安全政策，但是並不表示短期內會出現軍事平衡的激烈變

化（Ciorciari 2009, 175）。

由此可見，在南韓感受到北韓的核武與彈道飛彈威脅時，仍然運用美國

的盟國身份，向聯盟霸主尋求安全保護，也因此影響了對中國關係（Sankaran 

and Fearey 2017, 332）。2016年與2015年數據相比，南韓對日本與美國進出口

貿易金額並未有明顯變動，但是對中國進出口貿易金額都出現明顯下滑，到

了2017年才又繼續上漲。在南韓已經部署部分薩德系統以後，南韓峨山政策

研究院（Asan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於2017年1月底發表的民調顯示，在

2015至2017年初期間，南韓民眾認為韓中關係的競爭性約為69.8%~75.0%，

遠高於兩國關係合作性的15.4%~20.0%。在2016年，有61.4%的受訪民眾認

為，中國將會是未來的經濟霸權，只有31.5%的受訪民眾認為是美國。但是有

59.4%的受訪者認為，美國會是未來的政治霸權，只有32.5%的民眾認為是中

國（Kim et al. 2017）。在朝鮮半島核武危機解除以後，南韓也恢復了對中國

經貿友好關係，持續在美中兩大強國之間避險。這種政治上偏好美國，經濟上

16 2018年元旦，金正恩透過「朝鮮中央廣播電臺」（Korean Central Broadcasting Sta-
tion）表示，為了改善目前處於凍結狀態的北南關係，北韓願意派出代表團參與南韓即
將在平昌舉辦的冬季奧運（魏嘉瑀、蔡亦寧 2018）。2018-2019年期間，金正恩曾多次
出訪外國，在外交會晤前後更是皆前往中國與習近平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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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中國市場的外交策略，充分顯示南韓的外交政策具有明顯的避險特色。

美國總統川普在2017年1月上任以後訴求「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

極力維護其認定的美國國家利益，動輒退出國際組織與協議，也開始對包括軍

事盟國在內的不同國家施壓，要求增加共同防衛經費的分擔、縮短貿易逆差、

針對特定產品課徵關稅等（Zakaria 2019; MacDonald 2018）。在「美韓自由貿

易協定」（US-Korea Free Trade Agreement，以下簡稱：KORUS FTA）於2012

年生效以後，美國對南韓貿易逆差成長更快。如果以2012年為分界點，2003

至2011年美國對南韓貿易逆差平均約為137億美元，年平均成長率為2.44%。

但是2012至2020年則成長至228億美元，年平均成長率為8.88%（The U.S. 

Census Bureau 2021）。川普認為，美國並沒有因為簽署美韓自由貿易協定而

獲得利益，因而要求南韓加以修改，兩國最終於2018年3月26日針對協定修正

內容與南韓鋼鐵出口美國關稅減免達成共識。新版修正的內容包括：美國針對

南韓卡車課徵25%關稅逐步消減為零的期限，從2021年延後至2041年；美國汽

車製造商每年向南韓出口符合美國安全標準而非南韓標準的汽車數量，從2萬

5千輛擴展到5萬輛；南韓簽署鋼鐵附帶協議，取得每年268萬噸鋼鐵出口美國

之配額，約為2015至2017年出口至美國數量的7成（劉芸昕 2018）。

由於川普對盟國施壓，也批評與退出若干國際制度，減損了南韓等盟國對

於美國安全承諾的可靠程度，這也促成了南韓對中國避險發展兩國友好關係。

就有南韓學者表示，包括南韓在內的亞洲中等國家之所以不願意參與美國主導

的印太戰略，是因為其主要目標是想要軟化（tame）中國的外交作為，而不是

加以圍堵。川普總統任內除了拉攏日本、印度、澳洲以外，無法再召集其他新

成員的原因，主要就是美國似乎減弱了對於自由國際秩序的承諾，而正在崛起

的中國則發展出更多的反對與處罰能力（Jung et al. 2021）。

另一方面，北韓由於發展核武與彈道飛彈試射而遭到聯合國安理會多次制

裁（Davenport 2020），朝鮮半島情勢也一度緊張。但是金正恩在2018年起出

現態度轉變，並不排斥與外國元首會面商討朝鮮半島安全議題（Son 2021）。

2018年3月6日，南韓國家安全室室長鄭義溶（Chung Eui Yong）率領的特使團

從北韓返回後表示，南北韓雙方決定4月底將在邊境板門店的和平之家舉行史

上第3次兩韓元首高峰會議。金正恩在會見南韓特使團時也表示，有意積極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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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和美國的對話，可以將「朝鮮半島無核化」問題列入兩國對話議題（韓聯社 

2018）。但是金正恩2011年掌權以來第一次出訪，就是於2018年3月28日前往

中國與習近平會晤，這也是金正恩第一次和外國元首會面（Myers and Perlez 

2018）。

在2018至2019年間，金正恩多次出訪會見外國元首。雖然其分別於2018

年4月27日參與兩韓高峰會，2018年6月12日參加第一次川金會，2019年2月28

日參加第二次川金會，2019年6月30日參加第三次川金會。但是在這些會議前

後，也都分別於2018年5月8日前往中國遼寧省大連市，2018年6月19日前往中

國北京市，2019年1月7日再次前往中國北京市，2019年6月20日在平壤與習近

平會面。由此可見中國對於北韓的重要性，而南韓若欲追求朝鮮半島的和平與

兩韓和解對話，勢必繞不開中國的角色，或者至少不能與中國決裂而失去支

持。

有南韓學者觀察到，當中國對南韓的經濟與政治影響力提升的時候，南韓

也想要略微靠向中國以適當地對美國展現出追求自主的地位。尤其是在美國與

北韓的談判陷入僵局之際，南韓總統文在寅相信中國可以在處理北韓核武危機

上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然而，因為薩德飛彈防禦系統的爭議出現，南韓的傳

統軍事盟國—美國對於南韓靠向中國的政策感到不滿，南韓的最大貿易夥伴—

中國也因而在雙邊交流上予以抵制與杯葛。南韓必須要在美國與中國的競爭關

係中取得巧妙的平衡（Lee 2021）。

基於以上對南韓在美韓聯盟體系下與中國發展夥伴關係之論述，並套用本

文對避險之定義，吾人可發現南韓得以成為避險概念的適當案例。康燦雄亦認

為，面對中國過去積極崛起，在亞洲乃至於全球與美國分庭抗禮，南韓對中國

的外交政策很少在抗衡光譜之中（Kang 2007, 55）。相反地，南韓與中國在外

交政策上有許多相似利益所在，例如共同面對北韓問題以及處理對日關係。在

國際體系還未因意識型態分歧而涇渭分明之背景下，美國的盟國身份與中國的

夥伴關係合作對象，更是讓南韓可以在美中之間左右逢源的一項利基。本文期

望藉由選取南韓作為案例探討，對國家的避險戰略在理論與政策面向提出更深

層的實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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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冷戰結束意味著美國與蘇聯各自領導不同陣營激烈對峙的兩極體系趨於緩

和，雖然中國國力逐漸崛起，但是由於其自從1980年代以來就確立了「不結

盟」的政治立場，1990年代開始則是透過「夥伴關係」對外加強與特定國家

的友好合作，甚至也向美國及其盟國建立起不同等級的「夥伴關係」，並未訴

求在軍事上挑戰美國霸權地位。由於美國在後冷戰時期領導的聯盟體系缺少如

同冷戰期間的具體對手，也間接緩和了東西方國家意識形態上的對立。然而，

中國的高速崛起，是否會取代冷戰時期蘇聯的地位，塑造另一個「新冷戰國際

體系」，目前仍不得而知。但亞太地區的中小型國家卻可以利用目前國際社會

缺乏明確意識形態對抗的機會，爭取自身利益，並避免被捲入大國之間衝突的

泥淖。國際關係學者重視國家如何在無政府狀態下得以確保自身生存與安全，

當國家在自身實力不足以擊敗對手時，如何低調而不挑釁刺激對手，在外交政

策上保持彈性且游刃有餘，這便是中國周邊中小型國家採取避險策略的主要考

量。

對中國來說，在總體實力仍不及美國和其主導的西方民主國家聯盟體系陣

營的情況下，如果貿然放棄既有的「夥伴關係」及長期「不結盟」政策立場，

大張旗鼓採取聯盟戰略，更有可能會因刺激周邊國家而遭到制衡圍堵，或引發

激烈衝突，反倒不利於中國的生存利益，並不是基於理性考量的最佳策略。換

言之，從重視國家生存的本性出發，與鄰近各國保持友好關係，不強迫周邊中

小型國家選邊站，應該是北京政府當前的外交策略主軸。

在此情況下，中國透過「夥伴關係」戰略的實施，一方面在傳統外交關係

之上持續擴展包括對美國及其盟國在內的國際合作，另一方面也刻意與傳統軍

事聯盟型態做出明顯區隔，強調並非針對特定目標，以降低美國與其他國家對

於「中國威脅論」的刻板印象。除非國際情勢驟然發生劇烈變化，有利於中國

透過聯合其他國家共同針對特定對手予以制衡攻擊，尋求亞太區域或全球霸權

領導地位，否則短期之內中國應不至於放棄「夥伴關係」而改為建立聯盟。

若中國持續維持「夥伴關係」而非傳統上的軍事結盟，亞太國家將獲得喘

息空間，並得以在美中兩國之間維持等距外交關係。簡言之，中國的「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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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讓亞太國家經貿上能繼續與中國往來，但是在軍事上並不需要與中國結

盟。對於亞太國家來說，貿然地傾向美中任何一方，並不會在國家安全與經濟

上獲得最大利益。反之，可能因過度「扈從」某一強權，失去原本國家在軍事

安全與經濟活動上的彈性。本研究有別於過去學界就「國家層次」探討避險，

而從「體系層次」出發，試圖探討亞太中小型國家採取避險的主要原因，並以

南韓為例說明此一避險戰略的可行性。理論上，若國際體系中兩強對抗情勢較

為趨緩，沒有強迫中小型國家選邊站時，避險可能成為各國的外交政策選項之

一。相反地，若體系中意識形態明顯分歧，小國將被迫選邊，則不容易選擇避

險戰略。

中國採取「夥伴關係」外交給予了亞太國家在外交政策選擇上的體系層次

誘因。對於中國而言，透過「夥伴關係」的建立可以改善對外關係，藉由經

貿手段發揮政治影響力。對於亞太國家來說，透過「夥伴關係」的建立可以擴

展對中國的商業機會，但是又不需要被迫只能在美國與中國之間選邊。然而，

當安全威脅或經濟利益受到傷害時，亞太國家還是會依照個別狀況做出評估取

捨。

本研究採用單一國家案例，分析南韓在美韓聯盟與中國「夥伴關係」架構

下，將政治安全與經濟利益分別投放在不同強權上的政治發展。本文也希望未

來相關研究能繼續以國際體系中不同成因與面向，解釋更多不同亞太國家在面

對美國與中國外交角力益發激烈的背景下，最適合採取的外交手段與戰略。

 （收件：110年4月20日，接受：111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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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have remained the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 hedging has become a pragmatic foreign policy object 

for the secondary states in the region.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s “partnership” and traditional military alliances, attempting to 

explain the lack of a clear ideolog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and its impacts on 

states’ hedging. Due to the strategy of “partnership” rather than the traditional 

military alliance, it has provided room for the surrounding countries’ hedging 

behavior. South Korea has represented one of the most appropriate hedging 

examples between Washington and Beijing. This study points out that unless 

there is a significant change in the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China should not 

abandon its “partnership” strategy, which can explain why the risk aversion 

strategy is currently gaining more affirmation from the decision ma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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